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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可与中国特色禅宗思想的形构
宋　荻

摘　要：达摩所创的禅法，尤重“内自觉证”的“自觉”，体现

印度禅“重行”的理论品格。二祖慧可对达摩禅的义理进行了两大重

要的改造：一是重新解读“自觉”，使禅思想从“重行”向“重悟（轻

行）”发生转向；二是借重玄学的“言”“意”之辨，表达出“不重

文字”的宗趣。慧可的理论改造使禅思想转向中国特色的方向发展，

并初步形构出中国禅宗“见性成佛”、“直指人心”、“不立文字”

的基本宗风。

关键词：慧可　达摩禅　自觉　“教”“宗”关系　中国特色禅宗

思想

禅史上，达摩依四卷《楞伽》创立禅法，传于慧可，其后经过几

代传承，到六祖慧能演为禅宗，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发生极深远

的影响。在达摩禅向中国禅的思想转变过程中，慧可的理论改造是不

可忽略的重要一环，因此，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禅宗思想，有必要对

慧可的思想进行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解读。

梳理禅宗的思想源流，可以发现，达摩依四卷《楞伽》所创禅法，

主要受印度传统瑜伽修持理论的影响，体现出“重行”的禅风。慧可

依义中华本土传统文化，对达摩所传禅法进行了重新解读，初步开出

中国禅宗“重悟轻修”“见性成佛”“直指人心”“不立文字”的基

本宗风。



367慧可与中国特色禅宗思想的形构

一、“二入四行”：达摩禅的印度性格

近代以来的禅学研究，对达摩禅的理论性质提出了不同的说法。

西方学者努力从印度学的传统中挖掘达摩禅的“非佛教性格”。艾金

斯于 1890 年提出，达摩传来中国的禅，是耆那一系的思想。韦格在

1927 年出版的《中国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的历史》中认为，达摩所传

是印度吠檀多主义的一流，这一看法，又获得多尔、博纳等人的认同。a

中国现代禅学研究，也对达摩思想的性质进行质疑。汤用彤 1939 年给

胡适的信中说：“达摩四行非大小乘各种禅观之说，语气似婆罗门外道，

又似《奥义书》中所说。达摩学说果源于印度何派，甚难断言也。”b

但是达摩禅的思想性质究竟如何，还需要结合他的相关文本来

考察。

目前学界公认为可以代表达摩禅思想的文献，是“二入四行”。

达摩的“二入四行”，最早因道宣（596—667）《续高僧传》的引录

而保留下来，相传这就是达摩教诲道育、慧可的“真法”。在净觉《楞

伽师资记》（712—716 年）所引录的文本中，添加了标题《略辨大乘

入道四行》，并注明此论为昙林所记集。《师资记》所引的本子，有

增补改写的地方，杂糅了后出的禅思想内容，已不能完全反映达摩禅

的原初风貌，所以这里引用道宣《续僧传》所引文本，全文如下：

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

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

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

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

a　艾金斯、韦格等的观点，参龚隽：《禅史钩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

第 52 页。

b　汤用彤：《与胡适论禅宗史书》，《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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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

寂然无为，名理入也。

行入四行，万行同摄：

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

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对。经云：逢苦不忧，

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

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

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

冥顺于法也。

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道士悟真，

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

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

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

相传达摩禅的创立，与四卷《楞伽》关联甚密。这在从道宣《续

高僧传》到后世的禅宗史书——八世纪早期的《楞伽师资记》、《传

法宝纪》，后来的《历代法宝纪》、《宝林传》以及宋以后的各类灯史，

都是承袭相说的。从上引“二入四行”看，达摩禅确实是以四卷《楞伽》

为宗旨的禅法理论。

达摩思想中“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的心性论，通于《楞伽》

“虽自性净，客尘所覆故犹见不净”a 的如来藏真心外染说，已是学界

共识，在此不再赘论。除开这点以外，《楞伽经》宗旨与达摩“二入四行”

的宗趣之间，也存在深密的学理关联，体现出确切的宗趣一致性。

《楞伽》经并不专讲禅修，但是该经对于“自觉圣智”之“如来禅”

的说法，对禅法的组织很有启发。《楞伽》所说的“如来禅”，“入

a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十六《达摩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

第 565—5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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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地，得自觉圣智相三种乐住，成办众生不思议事”a，以离一切妄

想分别，自觉现证如来境界为究竟。其中“自觉”，是“内触之证”，

是“现证”。“如来禅”的所谓“自觉圣智”，旨在指引众生在个体

化的内在经验中还原佛如来的先验直观的胜义现量，亲证如来的“自觉”

境界。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达摩的“二入四行”在本质上是依《楞伽》

“自觉圣智”宗旨所创的“如来藏”。

首先，达摩的“理入”是对《楞伽》“自觉圣智相”的诠释和呼应。

《楞伽》卷二开示的“自觉圣智相”：“前圣所知转相传授，妄想无性，

菩萨摩诃萨独一静处，自觉观察，不由于他，离见妄想，上上升进，

入如来地，谓自觉圣智相。”b 将“自觉圣智相”与达摩禅的“理入”

相对比，可以看出达摩思想与《楞伽》宗旨的一致性。1）禅悟立场：“藉

教悟宗”所开示的“不废文字”直指“宗通”的立场，是对“前圣所

知转相传授，妄想无性，……自觉观察”的概括；2）修行方便：达摩

的“壁观”，是“坐禅”的静修方便，这在《楞伽》表述为“独一静处，

自觉观察”；3）悟入境界：达摩的“无自无他，凡圣等一，不随他教，

与道冥符，寂然无为”，是对“自觉圣智相”“离见妄想”“入如来地”

的阐释性表述。

其次，达摩禅的“行入”是《楞伽》“自觉”现证理论在具体事

行中的贯彻和运用。“如来禅”的殊胜，在 “自觉”，不在禅定技术

方面的改善，这在《楞伽》经中，已通过“无次第修行”的说法明确

提出。达摩禅的“四行”，正好体现了这一特点：既不反映禅修技术

的进阶，也不体现禅修理境的次第，而是以随顺“不著”为总方便，

提出“报怨”、“随缘”、“无所求”、“称法”四种行法，“行入

四行，万行同摄”，在日常行事中下功夫，触事而真，任运而赴，称

法而行，将修持全面贯彻到生活事行中。

a　［宋］释正受：《楞伽经集注》，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40 页上。

b　同上书，卷二，第 56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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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达摩的“二入四行”在禅法的结构安排上，以“理入”

开示理的“内自觉悟”方式，提示“如来禅”修行的宗旨；又以“行入”

指示在实际事行中“无间自证”的修持路数，这正是《楞伽》“自觉圣智”

在禅法中的具体落实。同时，达摩的“二入四行”，从篇幅的布局看，

重心在于“行入”，表现了达摩所传，是侧重于在事行中“自证”的禅行，

这种“重于事行”的宗趣，也正是达摩禅对《楞伽》“自觉”宗旨的体现。

侧重于在事行中的无间自证，这是印度传统修持理论所共通的特

色。泰戈尔《人生的亲证》一书，就从奥义书经典的传统中提炼出“在

爱中亲证”、“在行动中亲证”、“美的亲证”、“无限的亲证”等

思想主题。a“亲证”，正是在事行中“无间”“自证”。本来，《楞

伽》所开示的“自觉圣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乘佛教在印度文化

传统中对传统瑜伽修持亲证理论的一种吸收和回应。因此，达摩依《楞

伽》所说而创立的禅法，由于“自觉圣智”与印度传统理论的“家族性”

亲缘关系，而表现出所谓“非佛教的性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汤用彤所说“达摩四行……语气似婆罗门外道，又似《奥义书》中

所说”，应该也主要是指向达摩禅从《楞伽》“自觉”而来的“自（亲）

证”性质。达摩禅这种重于事行的“自觉”自证，确实体现了“印度禅”

的气质。

此外，史籍中所载的达摩祖师形象，也是尤精于事行的。如《续

高僧传》说达摩“定学高之”，“大乘壁观，功业最高”（《达摩传》），

而道副所见的达摩，也是“善明观行，循扰岩穴”的禅僧（《僧副传》）。

后世禅史中，对达摩有“壁观婆罗门”之称，并传出达摩在少林寺“壁

观九年”的故事。达摩的这一形象，与其“二入四行”所体现出来的

禅风是吻合的。历史上，达摩来华传禅，适逢北方盛行菩提流支、慧

光为代表的地论一系禅法，根据道宣《续高僧传》，达摩禅初传，“适

逢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乃生讥谤”，可见达摩禅相比当时的主

a　〔印度〕泰戈尔：《人生的亲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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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禅，着实体现了“重行轻教”的特点。九世纪时，宗密说：“（达摩）

见此方学人多未得法，唯以名教为解，事相为行，欲令知月不在指，

法是我心，故但以心传心，不立文字……”a，正是指向达摩禅在六世

纪中国“重教轻行”的禅学背景中凸显出非主流的“重行”品格。 

二、“本来是觉”、“自性觉悟”与“自力解脱”：
慧可对“自觉”的中国式重读

慧可对达摩禅的根本改造，在于他对《楞伽》“自觉”教义的重

新解读。细析起来，慧可对“自觉”的解读，主要包含“本来是觉”、

“自性觉悟”和“自力解脱”三个面向。

首先是“本来是觉”。在《慧可传》所引的《答向居士颂》云，“本

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以及敦煌写卷《二入四行论》所

附录的慧可书信中，还有“方寸之内，无所不有”的说法，b 共同体现

了慧可“本来是觉”的思想和认识。

 “本来是觉”，是慧可从中国传统文化立场对佛法的格义。大乘

佛法以般若“空”性为基本，本来没有“本来有”的立场，佛法的所谓“有

宗”，也只是侧重“假有”的层面来施设为说。《楞伽》宣说的“如

来藏”，如卷二说：“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当依无我

如来之藏”，c“无我如来之藏”，究竟处是离妄想无所有，离于一切

分别之相而无有生灭的“寂”（空、清净），这是印度佛学一贯的“性寂”

立场。达摩“二入四行”中，说“含生同一真性”的如来藏心，以“寂

然无为”为理境，在“心性”上也是主张“性寂（空）”。中国道家

的传统，说“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可言说和不可把握的。

但这并不表示“道”的“空”无所有，老子的“道法自然”，认为任

a　［唐］宗密撰，邱高兴校释：《禅源诸诠集都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22 页。

b　转引自马克瑞：《北宗禅与早期禅宗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116 页。

c　［宋］释正受：《楞伽经集注》，卷二，第 3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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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体都遵循自我的本质规定性，并如其所是地表达自我，在立场上，

是肯定“物自体”之“有”的。慧可主张“本来是觉”，是说“方寸之内，

无所不有”，又如他为道恒弟子所说的“眼本自正”，都以一种分别

的觉悟性质来定义“自性”，从“空无所有”的“性寂”转向“真有”

觉悟性质的“性觉”立场，明显体现了中国传统学说思想的影响。

其次是“自性觉悟”。根据《续高僧传》，东魏天平（534—537 年）初，

慧可在邺都传禅，向道恒禅师的弟子所开示的，是“眼本自正，因师故邪”

的佛法。“眼本自正”中对“自觉”的理解，体现的是对觉不待他的“自

性觉悟”的侧重。

“自性觉悟”，是对《楞伽》所说、达摩所传“如来藏真心说”

的继承。《楞伽》以“如来藏藏识”统摄染、净二法，“如来之藏是

善不善因，能遍造一切趣生……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名为识藏”a。

《楞伽》说“如来藏藏识”，侧重“外染”的“真心”立场，如说，“此

如来藏藏识……自性清净，客尘覆故犹见不净”b。这“自性清净”的

“如来藏”，既是众生“自觉圣智”的心性本体，也是众生解脱的境界。

从佛教的缘起说，众生自有“如来藏”，众生解脱的净法即依此“如来藏”，

因此众生要从“自性”中求“解脱”，这是“自性解脱”的意思。

再次是“自力解脱”。《楞伽师资记》引录了慧可的话：“若精

诚不内发，三世中纵值恒沙诸佛，无所为。是知众生识心自度，佛不

度众生”，就是侧重从“自力解脱”来说。

“自力解脱”，是慧可对《楞伽》经说的抉择。佛法开示的解脱道，

一贯是他力解脱与自力解脱的融合。佛陀只是众生解脱的“善导”，

他开示众生的悟入；但是，众生的究竟解脱，终究是靠自力“自修

道，自断烦恼”。对于想彻底依佛神力的“懒惰婆罗门”，佛如来

曾明确表示“我无自在力，能断汝狐疑”。《楞伽》以“自觉圣智”

为核心，所以专意从“自力解脱”的角度，宣说“缘自得法”“自

a　［宋］释正受：《楞伽经集注》，卷四，第 95 页上。

b　同上书，第 96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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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涅槃”的教说。经中阐释“自觉圣智相”，就说“自觉观察，不

由于他”，“他”性的遮诠中也包含“自力解脱”的一层含义。此外，

经中结合“自觉圣智”的宗旨宣说“一乘”，明确提出“自力解脱”

的说法。该经卷二，大慧请佛说“自觉圣智相及一乘”，又问佛“何

故说三乘而不说一乘”，佛告大慧：“不自般涅槃法故，不说一切

声闻缘觉一乘。以一切声闻缘觉，如来调伏，授寂静方便而得解脱，

非自己力，是故不说一乘。”a 依经义，“如来调伏，授寂静方便”

是外力解脱，与此相对的“自般涅槃”、“（解脱）自己力”则是

自力解脱。从这里可以看出，《楞伽》对于“自觉”的阐释，确实

有“自力觉悟（解脱）”的一层意义。

慧可对“自觉”的重读，还开出中国禅宗“顿悟”的法流。在

慧可给向居士的回信，他说：“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慧可的这段话中，较明确地

表现了他从“自觉”到“顿悟”的理论演绎过程。他从“身佛不二”

的般若平等，得出众生的“本来是觉”，再在“本来是觉”的基础

上，提出“何须更觅彼无余”，无须向彼觅，不仅否定了由“彼”

所指示的解脱（“无余”）方向、径路、目标的外向性，提出向自

性内心求解脱的内向性；而且撤销了“彼”所指示的解脱的彼岸性，

将解脱拉回到此岸的现实中，为“豁然自觉”的“顿悟”提供了可

行的时空保障。

吕澂曾从他的唯识学正统立场，激烈批评慧可禅法“误解”了《楞

伽》的“自觉”。他说，慧可将《楞伽》“内自觉悟”的“自觉”“训

为“自性觉悟”（谓此觉不待他），且有“本来是觉”之义在焉。……

虽甚觉精彩，而其结果，却为此方谬种”b。慧可从“本来是觉”、“自

性觉悟”和“自力解脱”这三个面向来解读“自觉”，确实与达摩禅“无

间自证”的理解，相去很远。但是，参照《楞伽》的经说，慧可对“自

a　［宋］释正受：《楞伽经集注》，卷二，第 56 页。

b　吕澂：《禅学述原》，《吕澂大德文汇》，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年，第 88—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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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的重新解读，除“本来是觉”是从中国传统学说立场对佛法的附

会改造外，“自性觉悟”和“自力解脱”却并非全是“误解”，确实

体现了对于教义的传承与抉择。

三、“言满天下，意非建立”：慧可对玄学思想
“言”“意”之辨的借重

慧可对达摩禅的另一个重要改造，就是他的传法尤重于“言”“意”

之辨的意趣。

道宣《续高僧传》所载，慧可在达摩死后，应道俗之请出来弘传禅法，

他的传法，“专附玄理” ，“言满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览，未始

经心”。a 虽然以言说为方便而超离言说（“藉教悟宗”）确实是达摩

禅的解脱进路，但是慧可的“专附玄理”与“言满天下，意非建立”，

还是表现出对“言”“意”意趣的侧重。此外，根据《续僧传》的载，

慧可“每说法竟，曰，此（《楞伽》）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

可悲！”可见在慧可的传法，对于从文言的“名相”来解经的这一径路，

一定是非常用心澄清和防范的。慧可的弟子那、满二禅师，“常赍四

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不爽遗委”。慧可的再传慧满禅师，

“每说法云，诸佛说心，令知心相是虚妄法，又增议论，殊乖大理。”b

对于“心相”与“心要”的着意分辨，正是重于“言”“意”之辨的。

可见达摩的禅法，经过慧可的侧重发挥后，已经特重于“离文字相”

的一流发展了。

言、意关系，本来就是佛教教义中重要的思想问题。佛教对言义

关系，从境界的不可言说性，到以言语作为化他方便的工具性，有一

套全面的阐说。如《维摩诘经》说：“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

a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十六《慧可传》，第 567—570 页。

b　同上书，第 567—5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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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a，以静默无言为最高境界。大乘佛教的化他，又说“适化无方，

陶诱非一”，为息病开道，对症下药而有种种经说。《楞伽》所宣说

的“宗通”与“说通”两种通相，说“宗及说通者，缘自与教法，善

见善分别，不随诸觉想”b，又说 “说者授童蒙，宗为修行者”，“言

说别施行，真实离名字。分别应初业，修行示真实”c，认为文言是

化度的方便，修行的真实在于超离文言自证如来地，正是对于觉悟中

的言、意关系的辩证阐释。

达摩的“藉教悟宗”，标举不废文言（“教”）方便而入真实（“宗”）

的解悟进路，就是依《楞伽》“宗通”“说通”的经义阐发的。但是，

达摩禅的重心，始终在于“行入”的落实，对于“教”与“宗”、文

与意的关系，并没有偏重的发挥与阐述。在道宣抄录的“二入四行”

中，最初达摩禅的“理入”也是说“不随他教，与道冥符”，“他教”，

是对《楞伽》所说“不由于他”的诠解和化用。《楞伽》说自觉圣智，

“不由于他”，是“悟不由他”，不由他悟的意思，重心在于摒除一

切中介和间隔。“不由于他”的“他”性，是“自觉”内证所需要超

离和穿透的种种外借，是佛顺应异解众生的种种方便。因此，在《楞

伽》中，“他”性的方便相，是多种多样的。如卷二云：“或有佛刹

瞻视显法，或有作相，或有扬眉，或有动睛，或笑或欠，或謦咳，或

念刹土，或动摇。”d“瞻视”、“作相”、“扬眉”、“动睛”等，

都是他方佛刹开引众生“自觉”的种种方便。这些方便，相对“自觉”

的究竟解脱，都是外方便。而达摩禅说“不随他教”，也是旨在强调

悟不由他、不由他（教而）悟、自证现量的“自觉”，因此也是并不

只限于“言教”的。

道宣所记达摩禅的“不随他教”，在后出的禅籍中，改作“不随

a　［后秦］僧肇等：《注维摩诘所说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55 页下。

b　［宋］释正受：《楞伽经集注》，卷三，第 63 页。

c　同上书，卷一，第 19 页下。

d　同上书，卷二，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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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教”。如《楞伽师资记》引为“更不随于言教”，《景德传灯录》

引为“更不随于文教”。禅宗悟入进路从“不随他教”到“不随于（文）

言教”的转变，是从慧可传法特重“言”“意”意趣的抉择开始的。

应该说，慧可对于言、意关系的侧重，是添糅了玄学“言意之辨”

的考量，重新抉择发挥《楞伽》经义的结果。

首先，“文言”本是如来化生的主方便，因此也是《楞伽》在“自

觉圣智”“不由于他”时“他”性遮断的重心所在。佛法中，众经的开引，

佛菩萨的应机说法，大都以“文言”施设来化度化生。《楞伽》在这

个意义上也特别强调文言的方便性，说文字言说“不显示第一义”a，

只“令离心、意、意识”，“不为得自觉圣智处”b。此外，对诸佛如

来的“自觉”境界也有重于“离言”的描摹。如说：“我某夜成道，

至某夜涅槃，于此二中间，我都无所说”，又说“不说是佛说”c 等等。

达摩的“藉教悟宗”，也是对言、义关系的一个考量结果。

其次，“言意之辨”也是中国传统学说的重要思想论题。从《易传》

的“言不尽意”到王弼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与郭象的“寄

言出意”，对于言意关系的思辨，不仅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关心的思

想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结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趣味。正是

在与玄学言、意之辨的互相发明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佛教学者，

形成了“明经大义”的独特解经方式。如道安的“忘文以全其质”，

支道林的“不可诘之以言教”，都是“约文以领玄”“系文以明宗”，

在方法的运用中体现出对“言”“意”之辨的会通。

慧可四十岁才遇达摩，依学达摩之前，他早年已“外览坟索，内

通藏典”，是通贯世学与佛法的学者；而且他“默观时尚，独蕴大照，

解悟绝群”，对佛法的理解，也主要是自悟而无师承。可以想象，在

当时佛学浓厚的“格义”气息中，中国传统学说的思辨方式与形上意

a　［宋］释正受：《楞伽经集注》，卷二，第 36 页上、下。

b　同上书，卷四，第 84 页上。

c　同上书，卷三，第 61 页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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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魏晋南北朝以来在“言”“意”之辨影响下而形成的“忘文”、

“明宗”的独特的经典会通立场，必定不自觉地渗入慧可诠释、接受、

理解印度佛教的整个过程，从而深刻地影响着慧可对于“不由他教”

的理解与他特重于“文言”的抉择，让他的说法体现尤重“言”“意”

意趣的独特风格。将达摩禅“藉教悟宗”不废言说的立场，改造成藉教 -

离教 - 明宗，从而析出“轻教离经”的成分，开出“不重文字”、“重

悟轻修”的发展路向。

四、慧可的理论重读与抉择对中国特色
禅宗思想形成的影响

慧可对达摩禅的改造，对后世禅宗“见性成佛”“不立文字”“直

指人心”宗风的形成，产生极深远的影响。

首先，慧可对“自觉”的重读，着重阐发“本来是觉”、“自性觉悟”

与“自力解脱”，初步开出“见自本心”的解脱进路，可说是后世禅宗“见

性成佛”的先声。根据道宣的说法，慧可“精究一乘”，法冲所见的

楞伽师中，有“可师亲传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的一系传承。

慧可所传的以“自力解脱”为核心的“南天竺一乘宗”，也叫“南宗”，

后来慧能门下，自称“南方宗旨”，所着力倡阐的，也正是慧可这一“自

觉”的路向。

其次，慧可对“自觉”的重新解读，使禅法从达摩禅的“重行”

向“重悟”发生转向，又在特定的时地因缘下，逐渐显出“轻修”的

肇端。慧可为道恒弟子开示的“眼本自正，因师故邪”，首先主要是

倡阐“自觉”，但在当时特定的弘法环境中，又表现出一种批判和降

伏的理论姿态。其中对“师”的否断，关涉到对传统定学之修的否定。

此外，慧可给向居士的信，说“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更使后世禅宗思想沿着“无须觅”的“无修”的理论方向进一步发展。

使楞伽禅从达摩禅的“重行”中走出，逐渐走上（重悟）“轻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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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

再次，慧可的《楞伽》传授，开启了禅宗不重文字的宗趣。慧可

的说法，“言满天下，意非建立”，这种“藉教而离教”，“寄言而

离言”的传禅，追求的是禅者所说的“言外之意”。因为经典的价值

不在文句的表面，而在于对个体“自觉”践证所能达成的实际效用，

所以慧可的传授，尤重禅者用反求于己的体验来达成经义的落实。正

因为禅的修行以实践而不是以认知为最终指向，所以慧可的说法特重

“言”“意”之辨，实际上开启的是“轻教”、“轻言”的法流，这

一法流最终引向后世禅宗的“不立文字”。

最后，慧可对“言”“意”之辨的强调，又进一步加剧了楞伽禅

法流的分化。本来，达摩门下的弟子，除了慧可“言满天下”“专附

玄理”，还有道育“闻说心行，口不曾言”，可见在慧可和道育之间，

已经有了“语”“默”二流的分化。到慧可的门下，又分出“口说玄理，

不出文记”和“出疏出记”的二流。他们的“文、意之辨”，更进一

步深入到“文（字）”与“言（说）”二者的区别。如法冲敷弘《楞伽》，“曾

未涉文”，“得意如一，随言便异”，并说“义者，道理也。言说已粗，

况舒在纸，粗中之粗也”a，佛法的“文言”方便，又在“言说”与“文

字”中多增一层区别。

慧可之后的楞伽禅法流，不断在文言的方便性与言说的限制性中

寻找微妙平衡，分化“藉言”与“离言”的二流，到唐代又引发“南

顿北渐”的理论分歧，再经过慧能曹溪一系禅师们的抉择，最终确立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中国禅宗宗风，对中国佛教乃至中

国文化的发展发生深刻持久的影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

指出的，任何一种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对时地社会突出问题

进行思考的结果；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文化土壤的扎根，都是中

a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二十七《法冲传》，第 10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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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自觉抉择的结果。a 慧可对达摩禅的改造与诠释，是南北朝时思

想大融合的产物。慧可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参照《楞伽》经说，

对达摩禅思想进行义理的抉择与重读，初步形构出中国特色的禅宗思

想，既是一个优秀的佛教思想者的理论创新力，也是中国文化自信力

与包容力的体现。

 

a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8 日第一版。


